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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分三節討論鄭玉與「朱陸會同」的問題。第一節將說明鄭玉的「朱陸

會同」思想，第二節將概說鄭玉以前「朱陸會同」的發展，第三節將說明與鄭玉

同時期的朱陸會同狀況。第一節將從鄭玉的家學與師承來看他吸收朱、陸思想的

狀況，作為論定鄭玉學術走向的參考。第二節將概述朱、陸學術在元代的發展脈

絡，探究鄭玉基於什麼樣的背景與契機提出「朱陸會同」的主張。第三節將論證

鄭玉在「會同」思想上的地位，並從與他同期的儒者思想裡，窺得「朱陸會同」

對往後的儒者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一節 鄭玉的朱陸會同思想 

本節將分兩個部分討論鄭玉在朱陸會同上的思想發展。第一部分偏向歷史性

的論證。將透過《師山集》、《宋元學案》及其它重要的地方志討論鄭玉的家學與

師承，再從家學與師承來看鄭玉對朱陸會同的初始態度。第二部分偏向哲學性的

論證。將透過《師山集》中鄭玉的自述以及相關文章討論鄭玉偏朱、偏陸的學術

傾向，其中若有變化，則以相應時間所作之文本為參證的資料。 

 

一、家學與師承對鄭玉思想形成的影響 

透過鄭玉自述的師承與家法，不僅能掌握他的學術淵源，還能看出他對於

朱、陸學術異同的最初看法。在鄭玉為父親作的表誌中提到： 

 

先君幼從先生鮑公雲龍游，學本知原，於孝弟尤篤。長遊京師，用薦者歷

絃歌、延陵、美化、江寧四鎮巡檢，陞淳安、祁門兩縣尉，改從仕郎泉州

錄事未上，以承事郎休寧縣尹致仕……至順二年四月癸亥(1331)卒於杭州

傳舍，年六十七，玉奉丧歸。1

 

父親鄭千齡的師承是入元不仕的鮑雲龍，因為與鮑雲龍相關的資料很少，至多只

能說他是一位理學家。2要從鄭玉說的話來看鄭千齡的所學本原，十分困難。雖

                                                 
1 〈先府君休寧縣尹方村阡表〉，《師山集》，卷 8，頁 2-3。 
2 有關鮑雲龍最詳盡的資料，見於明．何東序、汪尚寧所纂修嘉靖年間的徽州府志。「鮑雲龍，

字景翔，歙楓口人，幼嗜書至忘食，博通經史，《易》學尤精。…..嘗借同里鄭芑待試國庠，將

入棘闈，鄭疾卒，雲龍不就試。傾貲護居芑丧歸，次舉乃領鄉薦，已而省試不利，因絕意科場，

居鄉教授，潜心理學，有《天原發微》若干卷行世，又嘗有《大月令》、《筮萃研幾》，未傳」，《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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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鄭千齡接受理學的薰陶，但是他並沒有成為著名的思想家。「家學」對於鄭玉

的影響，不單純地來自於學問相授，還有來自於鄭千齡治理地方的實際作為。鄭

千齡總是秉持毋枉勿縱、以民為重的原則來行事，對於地方教育的興治不遺餘

力，3其「不以發姦摘伏為能」，「善政迭出，凡尉無能出其右者」4的施政，使得

隨侍在旁的鄭玉對父親的景仰日益深重。 

鄭玉隨著鄭千齡從江寧、祁門到淳安，5除了親眼見到父親的治蹟，亦見到

父親做人做事的操守。鄭玉曾說：「先君子繼武入仕（繼祖父入仕之途），官至

休寧縣令，以操行著聞」。6另外，據《祁門縣志》記，鄭千齡任縣尉時，「察

奸息訟、除惡弭害，操守甚廉」，縣志裡又有「士民私諡曰正白先生，有司易其

所居『善福里』為『正白里』」7的記載。以上敘述都能與鄭玉在《師山集》中

所述的相關文字相合，特別是「改『善福里』為『貞白里』」一事，足以證明鄭

千齡在地方任官時所樹立的地位。 

鄭千齡在淳安始創朱子祠堂是一項要事。這件事對於鄭玉未來的學術取向或

許產生了一些影響。延祐六年（1319），鄭千齡自祁門調至淳安，8同年十二月訪

廟學，他發現淳安未有朱子祠堂，於是在淳安縣蓋了一座朱文公祠堂。年僅二十

一歲的鄭玉曾因為此事，寫了一封信請王儀9作記，據王儀所記： 

 
俾其子玉以書來曰：「湻安，古歙之東鄉，今雖屬旁郡，然距新安不二百

                                                                                                                                            
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19，[嘉靖]徽州府志（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隱逸卷之十

九，頁 38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鮑雲龍治《易》採邵雍與朱子思想，《天原發微》舊入儒家類。 
3 「先君為巡檢江寧時，有合陽寺僧失財而疑其儕。…先君因指玉語之曰：『吾惟此一息，所欲

故入人於罪者如皦日。』因縱之。人以為縱盜。後得盜當途境上。尉祁門有盜牛者，時法盜牛

馬皆死，先君謂以畜故殺人非法意，故出之，盜得不死。在弦歌建弦歌書堂，日與諸生講誦其

中，盜賊自息。延陵有吳季子祠，時造祠下，示以敬慕，里俗為化。及攝祁門縣乃大修學校，

作興士類，至有薦名禮部者」，〈先府君休寧縣尹方村阡表〉，《師山集》，卷 8，頁 2-3。 
4 清．李詩等編纂，《湻安縣志》（據清光緒十年刊本，台灣：成文出版社印行，1975），冊 2，

卷 6，治行，總頁 607-608。 
5 由註 4 與以下敘述可知，鄭玉在十八歲以前已隨侍在父親身旁。「泰定間（元年）先大夫為祁

門縣尉，閉戶不與人接，遇有疑獄，讀召縣史周榮之與語至夜分不散，余嘗疑而問之，先大夫

曰：『是人存心恕且熟於律，不肯妄入人於罪，吾故咨焉。』」〈周榮之墓表〉，《師山集》，卷 8，

頁 7。 
6 〈鄭氏族譜序〉，《師山遺文》，卷 1，頁 13-14。 
7 清．王讓等編纂，《祁門縣志》（據清道光七年刊本，台灣：成文出版社印行，1985），冊 2，

卷 21，總頁 718。 
8 清．李詩等編纂，《湻安縣志》，冊 2，卷 6，治行，總頁 607。 
9 鄭玉與王儀的關係可參以下資料：「先生姓王氏諱儀，字仲履，新安婺源縣人…….玉於先生為

諸生弟子，先生常以伯仲視予，且謂予詩似邵康節，又似陳希夷。」參〈王仲履先生詩集序〉，

《師山集》，卷 3，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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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朱子之沒僅百餘年，所謂去聖人之世若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若此其

甚者。此家君建祠之意，幸得文以記之。」10

 

不管是出於己意或由父親授意，由王儀引用的文句裡，不難讀出鄭玉對於鄭千齡

新建朱文公祠堂的認同。鄭氏出身於徽州，來到江西治縣，心中未存壁壘分明的

朱、陸學術門戶之見，除了「構晦安之祠」一事，尚有「表融堂之墓」之事。11鄭

千齡對於他自己的治事有以下說法： 

 

予既為朱子立祠學宮，復表融堂先生之墓。所以息黨同伐異之論，而為至

當精一之歸。夫陸氏之所以異於朱子者，非若異端之別為一端緒也。特所

見出於高明，而或謂智者過之耳。今之學者，發言盈庭，宗朱之說慨行，

毀陸之議肆起，豈善學前輩者哉！且朱子之言無極，天下之公言也；象山

之議無極，亦天下之公言也。偶其所見有不同，故終身有不茍合者。後之

黨朱而伐陸者，又豈天下之公言哉！12

 

鄭千齡對於朱陸學術的同異以及當時的學風亦有看法，這段文字反映了開科

後三年，元仁宗朝「宗朱黜陸」的學術風氣。鄭千齡以為，朱陸之異的產生，不

是為了反對某一方為開始，而是緣於兩人性格或見解之差異而造成不同。即使兩

方終究各有堅持、不能「合同」，「黨同伐異」的學風不是朱熹與陸九淵立學的初

衷。鄭千齡傾向站在兩家學術之「同」來看朱陸學術，敘述性地略說出朱陸在「太

極」的論點各自成「天下之公言」。 

 
如果鄭千齡在此時期的思想對鄭玉產生了影響，那麼，淳安侍親期間便是鄭

玉「朱陸會同」思想的種子落下的時候。鄭玉在淳安的時間至少三年，約在十八

到二十一歲之間。在這三年間，鄭玉接觸了不少淳安學者，於諸位先生身上吸收

了陸學的養分。鄭玉五十五歲左右對於自己在淳安的學習經驗有如下的自述： 

 

                                                 
10 元．王儀，〈新建朱文公祠堂記〉，收於《湻安縣志》，冊 4，卷 13，藝文，總頁 1291。 
11《湻安縣志》讚美鄭千齡在湻安的政績：「構晦安之祠，表融堂之墓，闢梅隱之軒，新南部之

廟。善政迭出，凡尉無出其右者」，冊 2，卷 6，治行，總頁 607-608。 
 程黟南，〈貞白先生鄭公千齡行狀〉亦記：「立朱子之祠，表錢公之墓，修淳安志書，舉邑士吳

君暾、洪君震老、夏君溥充試有司，後皆知名」，收於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冊 3，卷 86，

行實 吏治，頁 2097。 
12 鄭千齡，〈貞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略〉，收於明．程敏政等撰，吳長庚主編《朱陸學術考辨

五種》中的《道一編》（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卷 5，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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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往年嘗留淳安，見其間深山長谷，多先生長者，因就學焉而有所得。則

余之學也，亦淳安之學耳。今因執事而詳陳之。僕於朝陽（吳暾）則師之

矣，大之（夏溥）、君實（洪頥）則友之者也。盖學問本朝陽，而文字與     

大之相表裏，君實又往來討論賛襄之力惟多。如是者兩三年，而後僕於學

問之淵源、文字之闗鍵，始畧識其一二。13

 

鄭玉記載了當年在淳安的師承與交遊狀況。他師事吳暾，與夏溥、洪賾交遊。14有

關這三人的生平，依序略述如下。《宋元學案》中吳暾小傳：「先生弟子最盛。鄭

師山之侍其父于淳安也，受業三年，其後師山雖為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力，

必曰自朝陽先生云。」15吳暾是象山的四傳弟子，自象山三傳弟子錢時在淳安講

學以後，淳安地區的陸學發展得很興盛，錢時傳夏希賢，夏希賢傳吳暾，吳暾以

《春秋》教授，成泰定間進士。《宋元學案》記夏溥直承家學。夏溥是夏希賢的

次子，16夏希賢師事錢時。吳暾也曾師事於夏希賢。17這代表夏溥的學術取向偏向

陸學。洪賾，字君實，後字本一，他的族祖洪夢炎曾登慈湖之門，他與夏溥一般，

受家學影響至深。洪賾又與淳安諸老交遊，所聞所學也是陸學。18

 
無怪乎《宋元學案》會說鄭玉是陸象山的五傳第子。《師山集》有兩處說到

了這段十八到二十一歲的淳安之學，其一是〈答童清一書〉，其二是〈洪本一先

生墓誌銘〉。鄭玉在〈洪本一先生墓誌銘〉說到洪震老（復翁）是他事而資之的

學者，而洪震老擅長於詩，個性耿介，在鄉里間隱居授徒，也是陸學學者。19  

                                                 
13 〈答童一清書〉，《師山遺文》，卷 3，頁 10。 

這一段文字與〈洪本一先生墓誌銘〉中，「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諸先生間。

吳暾（朝陽）先生則所師也，洪震老（復翁）先生、夏溥(大之)先生則所事而資之也，洪頥（君

實）先生則所友也」大致相同，亦可交相參照。《師山集》，卷 7，頁 9。 
14 筆者按：《宋元學案》將鄭玉視為夏大之的門人，我認為不妥當。夏溥雖然對鄭玉多有啟發，

但是仍缺乏足以說明兩人師生關係的證據。 
15 《宋元學案》〈慈湖學案〉，卷 74，頁 28。 
16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建德路，在歙縣僅一鄰之隔）人也。融堂弟子。（雲濠案：一本作

慈湖弟子。攷《嚴陵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于象山、慈湖之要，未言受學于慈湖。）究明

性理，洞見本原，杜門不出者三十餘年。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為自然先生。

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補。）」《宋元學案》，〈慈湖學案〉，卷 74，頁 26。  
17「吳暾，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留心性理之學。嚴陵自融堂（錢時）講學後，弟子

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為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

土貢皆以金，然非滇中葉金則不中格，民苦之，先生力言于朝，始得以常金入貢。陞鎮平尹，

兼知軍事，轉峽州路經歷，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林修

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侍其父于淳安也，受業三年，其後師山雖為朱子之學，然追溯生

平得力，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宋元學案》，〈慈湖學案〉，卷 74，頁 28。   
18 參〈洪本一墓誌銘〉，「淳安自融堂錢氏從慈湖楊氏遊，而本一之族祖衢州府君夢炎，亦登其

門」，收於《師山集》卷 7，頁 10。 
19「洪震老，字復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書，陳時事，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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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資料使得後世學者及《宋元學案》斷定鄭玉師出夏溥、吳暾、洪震老

之門，斷定其學術發展歷程是「由陸入朱」。其實《師山集》中另有兩段鄭玉的

自述，將會動搖這個定見。第一段文字是他在四十九歲說的：「余年十八九時，

從胡先生綠槐氏學」20礙於文獻的闕無，難以直接考證出胡綠槐的生平與學問，

僅能透過文獻的交叉比對，作出胡綠槐可能是徽州地方人士的判斷。21

 

第二段文字記錄在五十二歲時所作的〈餘力稾〉中： 

 

余年十數歲時，蒙昧未有知識，於前言往行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

則疑其出於吾口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於吾心也。好之既深，為

之益力，不惟道理宗焉，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22

 

鄭玉在此說明自己十數歲時即對朱子之學產生興趣。從時間點上來討論，鄭玉在

徽州與淳安受學的時間至少有一年的重合。鄭玉自述受學於胡綠槐，也說自己師

於吳暾，我們若將十八歲定為鄭玉學術活動的開始，現在學者所言「十八歲以前

接受陸學，十八歲到三十五歲轉向朱學」23的狀況勢必要重新作考慮。由於鄭千

齡作官的地方都在歙縣的周圍，所以鄭玉在這段時間往來於家鄉與父親居官之

                                                                                                                                            
直不諱。已而棄去，隱居不仕。講道授徒，尤長于詩，有曰：『白波九道自流雪，青玉一峰長拄

天。』世盛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鄭師山之學于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

復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慈湖學案〉，卷 74，頁 28。 
20 「余年十八九時，從胡先生綠槐氏學。明年先生與鄉舉，余以年不及格，不得行。先生之友

張子經氏實與偕行。未幾，子經自杭先歸，攜先生書過予，始得相識」，〈燕耕讀堂詩序〉，《師

山集》，卷 3，頁 16。  
21 將前註與《宋元學案》〈師山學案〉的材料配合，胡綠槐可能是歙縣人。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尚褧云：『從學鄉先生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生輩。』是其從

遊者不獨師山、石丘也。」 
按：張文在，字子經，東溪人。見《婺源縣志》冊 7，人物 11，質行，總頁 2779。 

 「鮑熲，字絅，歙人，元山長深之子，從學鄉先正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輩」，見明．

凌迪知著：《萬姓統譜》（據汲古閣藏板，台北：正光書局，1971），卷 84，總頁 1226。 
 「公姓鮑氏，諱熲，字尚褧……及長，從游於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輩山長。公築『耕

讀堂』以延賢士大夫，而風林朱允升、白雲唐仲實、石泉周彥明，日夕過從，相與講求誦習」

參唐梧岡：〈前翰林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同知耀州事鮑公熲行狀〉，《新安文獻

志》卷 95 下，冊 3，行實 文苑，頁 2427-2428。 
按：耕讀堂為其父鮑深所築，見《師山集》，卷 4，〈耕讀堂記〉，「鮑生深築室於所居之前，為

委積之所，暇則絃歌其中，名以『耕讀』，請記於予」，頁 14。 
22 〈餘力槀序〉，《師山集》，頁 1-2。 
23 韓志遠以為，鄭玉在少年時期（十八歲以前），主要是接受陸學。青年時期（十八歲—三十五

歲）轉向朱學。中年時期（三十五歲—五十歲），其學術思想是「和會朱陸」。晚年（五十歲——

六十歲），其學術思想從和會朱陸又轉向專心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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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不無可能。 

 

就地緣關係來看，胡綠槐的學術取向偏於朱學的可能性較大。胡綠槐若真是

朱學學者，鄭玉的學術思想究竟是「由陸入朱」或「由朱入陸」，即不容易切割

清楚。胡綠槐若非朱學學者，照鄭玉所言：「余年十數歲時，蒙昧未有知識，於

前言往行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則疑其出於吾口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

疑其發於吾心也。」他對朱學的興趣便是自行體會、自己體貼得來的。 

 

汪克寬為鄭玉所作的行狀也記：「才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契於吾心

也，聞人論朱子之道則喜其切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說而紬

繹之，沉潜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24與前段鄭玉自述合起來看，兩段

文字都說明了鄭玉年少時對朱子學的偏好多了一點。以上鄭玉的自述雖成於五十

二歲，不過因為是他自己說的，可信度自然就比他人的敘述要高。因此，鄭玉接

觸朱學的年紀早於二十歲，這也是幾乎可以確信的事。 

 

根據以上論證，我認為鄭玉二十一歲以前的學術思想是兼取朱、陸之學。鄭

千齡在各方面對鄭玉所能產生的影響不容忽視，而鄭玉在家鄉時與朱學師友交

遊，在淳安時與陸學師友交遊的可能性也很高。年輕的鄭玉未明顯的針對朱陸兩

派後學在門戶上的偏見發表意見，也未有藉貶抑一方以增美另一方的心態。據地

方志與《宋元學案》記載，吳暾長於《春秋》，洪震老長於《詩》，是故鄭玉在淳

安的期間的博觀不限於思想上的博觀。因此，鄭玉為學最初始的狀態是在文學、

思想上博覽進取，對於朱學或陸學以及元代學風仍未有具體的比較、評議。 

 

二、鄭玉會同朱陸「右朱」或「右陸」辨疑 

鄭玉的學術活動時間大概有四十三年左右，鄭玉十八到二十一歲是兼取朱、

陸學問，三十歲以後在方法論上偏向朱學，三十五歲以前對於學問與學風的反省

意見多。三十六歲到四十五歲間，幾乎不涉朱、陸異同的討論。四十六歲再提朱、

陸二人的學術成就，並對元代中期宗朱毀陸的學風表示極度不滿，以上是為鄭玉

一生對於「右朱」或是「右陸」的時間線索。以下即以時間為序，從《師山集》

裡可考的篇章作為辨析鄭玉「右朱」或「右陸」的材料，以決定鄭玉在不同時間

對「會同朱陸」此一問題的思想變化。 

                                                 
24 汪克寬，〈師山先生鄭公行狀〉，《師山遺文》附錄，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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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淳安之學，鄭玉侍親回鄉。25回鄉以後他專心在朱學上學習，其自述如

下： 

 

余既侍親歸新安，益讀朱子之書，求朱子之道，若有所得者，本一亦盡棄

其舊所為，而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淳安自融堂錢氏從慈湖楊氏遊，而本

一之族祖衢州府君夢炎，亦登其門，淳安之士皆明陸氏之學，及再會於錢  

塘，則議論多不合，然交情益篤。26

 

這段文字截取自鄭玉在五十五歲為洪賾作的墓誌銘。文中的「本一」，即是

在淳安與之交遊的洪賾。洪賾，初字君實，後更名為本一。鄭玉在墓誌銘中回憶

了兩人的交遊過程與自己學術取向的轉變。文中所述洪賾「盡棄其舊所為」，舊

所為是指詞章詩文之學，而所從事的「古人為己之學」則是鄭玉說的「行不由知，

理以心覺」27的陸學。鄭玉離開淳安的時間是二十一歲，與洪賾分別之後的學術

進路雖各自不同，卻無礙兩人情誼。鄭玉歸新安以後，接觸朱學是多了一些，與

洪賾的學術取向也就漸行漸遠了。 

 

目前我們能夠確定的是，鄭玉對於朱學、陸學的接觸都很早，三十歲以前，

鄭玉沒有具體的針對朱學、陸學中的歧義作比較。然而，三十歲以後，他開始對

朱學、陸學之異發表見解。在《師山集》中，確實講到朱、陸異同的篇章有三篇，

依時間先後順序：最早的一篇是青年時所作的〈與汪真卿書〉，28再者是〈送葛子

熙之武昌學錄序〉，29第三篇是〈洪本一墓誌銘〉。 

 
鄭玉三十歲左右的學術傾向是偏向朱學。由於〈與汪真卿書〉沒有標明寫作

時間，從有限的資料裡也無法查考汪真卿的生平，因此僅能藉由文中提到「曩歲

                                                 
25 據程黟南，〈貞白先生鄭公千齡行狀〉記載，鄭千齡至順元年陞從仕郎、泉州錄事，至順二年

四月病逝於杭州傳舍，五月鄭玉（33 歲）奉柩歸於家，且卜葬嚴陵，隔年改淳安的善福里為貞

白里。《新安文獻志》，冊 3，頁 2101。 
按：依鄭千齡逝世的時間來推算，鄭玉從淳安回到新安的時間應該在三十歲以前。 

26 參〈洪本一墓誌銘〉，收於《師山集》，卷 7，頁 10。按：此篇文章作成晚於至正 13 年 5 月（1353），

文中提到「玉於本一託交三十餘年」、「十有三年（至正）五月二日以疾卒，享年六十有四」，故

推斷鄭玉時年 55 歲。 
27 「本一日所為詩文古雅雋永，余甚愛而慕之，……余既侍親歸新安，益讀朱子之書，求朱子

之道，若有所得者，本一亦盡棄其舊所為，而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長江之西，大闡陸學，

行不由知，理以心覺」〈洪本一墓誌銘〉，收於《師山集》，卷 7，頁 13。 
28 〈與汪真卿書〉，《師山遺文》，卷 3，頁 5-8。 
29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錄序〉，《師山集》，卷 3，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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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時，某懵然未有知識，日用心句讀文詞之間而無有得焉。每聞吾兄之言，輒

斂容起敬，自以為非己可及。別去七八年，竟不得一見」30來作保守估計，鄭玉

作此文作於三十歲以後。 

 
三十歲以後的鄭玉反省自己的學問，他說：「某優游厭飫，為日既久，若有

所得，及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不合，乃知道理在天地間，非真積力久、心融意

會，不可恍惚想像，以人而遽為去取也。」除了自我反省，他也針對當時的學風

作了以下的批評： 

 
近時學者未知本領所在，先立異同，宗朱子則肆毁象山，黨陸氏則非議朱

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某嘗謂陸子静髙明不及明道，

縝宻不及晦菴，然其簡易光明之説，亦未始為無見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

逺，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頽墮不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畧下功夫，而無

先後之序，而其所見又不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

者恐有畫虎不成之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不必謗象山也，此皆

以其知而言爾。至若行之之方，以敬為主，則不放肆而自心廣體胖，以謹

獨為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强不息，雖聖人之純亦不已，皆由此進。31

 

鄭玉這段文字所談的重心是當時學界之弊，為此，他提示了「知」、「行」的

方法，同時兼述了朱陸之異。同一篇文章裡更以大段文字來表示他對朱熹的崇

敬。32鄭玉以為「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的原因是陸九淵之學「其教盡是畧下功

夫，而無先後之序」，故鄭玉提供給偏離聖學的儒者們一項求學步驟上的建議，

此建議屬於「知」的建議。「行」則是以「敬」、「謹獨」為方針，「敬」、「謹獨」

其義即是第三章第一節裡論述的德行之學之重點，亦是儒學思想中的實踐方向。 

 
雖然上段引文指出陸九淵學問具有「簡易光明」、「無頽墮不振之習」的優點，

但是鄭玉在全篇文章中，卻用了更多的筆墨拉抬朱熹的成就。鄭玉以為朱熹功同

孔孟。孟子以前，先民「所言者無非『理』，所行者無非『道』」；但是孟子以後，

                                                 
30 〈與汪真卿書〉，《師山遺文》，卷 3，頁 5。 
31 〈與汪真卿書〉，《師山遺文》，卷 3，頁 5。 
32

「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異同，歸之至當。言無不契、道無不合，號集大成，功 

與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不畢見；如康衢砥道，東西南北， 

無不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門萬户，列肆洞開。富商巨賈，輪輳輻集，所求無不可見，而天地 

之秘、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藴矣！」〈與汪真卿書〉，《師山遺文》，卷 3，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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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呈現出倒退性的發展，人們才「以道寄聖賢」，「以其知而言」。歷代儒者不

復古人為己之學，反而往口舌辯給的途徑上走去，顯然儒學在元代的狀況亦是趨

於倒退。宋代周敦頤之前，雖然有董仲舒、韓愈等人欲復興儒學，卻陷溺於知「理」

不知「道」的窠臼。朱熹之功不止於集宋儒之大成，還修正了漢唐儒者僅知「理」，

而不知「道」的弊病。33  

 
儒學的復興要到知「理」知「道」的朱熹才算完成。34鄭玉以朱熹學術之功

來警示當時溺於「空言」、的儒者，也以「先立一説，横於胸中」之語來警示朱

學與陸學的對立。35從鄭玉強調朱熹的學術成就，以及肯定他在為學方法上較陸

九淵為具體來看，我認為鄭玉三十歲以後的學術取向是偏於朱學。 

 
在第二篇涉及朱陸討論的文字出現以前，《師山集》中某些可考出時間的篇

章，提供了鄭玉「朱陸會同」思想的發展線索。鄭玉於二十三歲時所作的〈淳安

縣學修杏壇記〉即藉《春秋》中的歷史來為淳安縣修杏壇之事作記，他說：「玉

謂《春秋》之法，聖人示人之意微矣。凡工役之興，巨細畢書，所以重民力也……」。

36二十五歲以後，他自述求功名的過程：「予往來錢塘十年，時切切有功名志」。37

二十六歲時作一序，為因連坐去官的徐敏夫送行，內容談的則是唐宋文人儒者的

出處。38三十三歲逢父喪不久，鄭玉心境上的感傷流瀉成文字，對於一個理想士

人有如下的看法：「古之學者憂道而不憂貧，正誼而不謀利，茍其心俯仰無所愧

怍，達則推以及人，窮則獨善於己。所謂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以之參贊化育可也，

以之垂世立教可也，豈但不辱其親乎？」39同年，為汪仲罕赴麗水任官之行作序。

而〈王仲履先生詩集序〉裡說自己三十四歲左右所作的詩，被王儀視為具有邵雍

                                                 
33 「自孟子沒，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句之習，破碎支離；唐人文章

之弊，浮誇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理』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與

汪真卿書〉，《師山遺文》，卷 3，頁 5。 
34 「河南兩程夫子接蹟而起，相與倡明之而益大，以輝斯道，斷而復續、晦而復明，至吾新安

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異同，歸之至當，言無不契、道無不合，號集大成」，〈與汪真卿書〉，

《師山遺文》，卷 3，頁 5。 
35 「今人之學是逰心千里之外，而此身元不離家，所見雖逺，而皆空言矣！此豈朱子畢盡精微 

以教世之意哉？學者之得罪於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黨今日但當潜心聖賢之書，視之如軍

中之羽旄，如喪家之功布，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為一，自有得焉。不可先立

一説，横於胸中，主為己見，而使私意得以横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不 

致大謬。如此死而後已，以冀於道可入」，〈與汪真卿書〉，《師山遺文》，卷 3，頁 6-7。 
36 〈淳安縣學修杏壇記〉，《師山集》，卷 4，頁 1。 
37 〈日者堯民傳〉，《師山遺文》，卷 4，頁 1。 
38 〈送徐推官序〉，《師山集》，卷 3，頁 8-9。 
39 〈肯肯堂記〉，《師山集》，卷 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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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觀物的特質和陳摶的風格。40三十五歲時，鄭玉贈序期勉唐白雲赴鄉試，序

中舉說元代考科的用意，同時以孝悌勉勵唐白雲。41

 
整理鄭玉二十二歲到三十五歲的學術線索，可以得知鄭玉在學術上的琢磨有

以下數種傾向：第一是尊經崇古。第二是自己雖不再以科考為人生目標，但亦不

廢對元代開科制度的肯定。第三是他習慣以儒學義理來為自己或他人作勉。第四

是鄭玉的詩風蘊有道家逸氣。 

 
嚴格來說，這些線索均不能作為鄭玉偏朱或偏陸的直接判斷，特別是第四

項，若遽以之論斷他的學術傾向略為偏陸，並不妥當。整體而言，我們最多只能

說鄭玉是個讀儒家經典，奉儒家思想為修身齊家圭臬的儒者。這一段時間，雖然

鄭玉景仰朱子的學問，卻未因此而取得功名。功名上的一無所獲，無妨於鄭玉對

於朱學和科考制度的認同。鄭玉的文學表現或許近道家、近禪學，但是他的言行

具有儒者風範，在這一段時間他感到有興趣的依舊是「為己之學」等基本問題。 

 
至於鄭玉三十六歲所作〈靜虛齋記〉、〈弟璉名字說〉，則涉及了「存養省察

之功，脩己治人之學」、42「責之以學」43的觀察討論。前者明確地援引周敦頤的

〈通書〉為「虛靜」、「明通公溥」作解釋；後者以聞一知二、多學、識之等意涵

為鄭璉勉學。44這些討論亦為鄭玉此時期的學術傾向並無偏向道家、陸學的證據。 

 
四十一歲以後，鄭玉作〈王仲履先生詩集序〉，言及「延祐元年科舉初行，

當時未有陳腐之習，所得多山林實學之士」。45四十二歲作〈晴旭樓記〉，文中所

言的「人之一身平旦之際，事物未接，氣體清明」、「旦晝之間，不至梏亡，則人

欲净盡、天理流行矣」，純是睹物懷人的心情抒發。46過著遺世獨立的人生，或許

                                                 
40 「玉於先生為諸生弟子，先生常以伯仲視予，謂予詩似邵康節又似陳希夷，嗚呼！先生沒今

七年矣，予詩進否？安得起先生而一論之？」收於〈王仲履先生詩集序〉，《師山集》，卷 3，頁

13。按：此篇文章作於鄭玉四十一歲。 
41 〈送唐仲實赴鄉試序〉，《師山集》，卷 3，頁 10-11。 
42 〈虛靜齋記〉，《師山集》，卷 4，頁 12。 
43 「予之名汝也，盖責之以學子貢之事也。子貢之多言不可學也，子貢之貨殖不可學也，晚而

得聞性與天道，豈復貨殖多言之子貢乎？盖其聞一知二之資，積以歳月之乆，多學識之之惑，

卒歸一貫之功。故自顔子以下，一人而已，其豈無可學者乎？汝之資質遲鈍，必千百昔人之功，

而使庶幾或冀其可進也。不然負先君子之教者，非特予也，汝且不免矣」〈弟璉名字說〉，《師 
山遺文》，卷 2，頁 7。 

44 這在第三章第一節已作過討論，因此不再贅述。 
45 〈王仲履先生詩集序〉，《師山集》，卷 3，頁 12-13。 
46「吾兄已隔幽顯，記尚未作，姪禮復以為請，予為之感今思昔，泫然流涕，抱禮以哭曰：吾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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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潛伏在鄭玉思想中的一個願望；但即便有這樣的想法，他〈晴旭樓記〉中所說

「讀先世之遺書，考往哲之成法，斂之於吾身、驗之於行事」，仍突出了「為己」

的儒學本質。 

 
本文認為自年少到中年，鄭玉皆未特意去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此論斷來自

於幾個角度的觀察，首先是與朱陸會同問題相關的討論在《師山集》裡中斷了十

年左右，據目前可考的文章來看，鄭玉三十六歲到四十五歲間作的詩文裡，均不

涉及朱陸會同問題的討論。其次是從他對學問的反省及當世學風的檢討視之，三

十歲以後的鄭玉不僅一次地突出宋儒在學術上的成就，但未以宋儒的成就作為發

揮的基點，再進一步作深廣的開拓。最後是鄭玉雖然明確地指出朱、陸後學的流

弊，同時就兩家流弊提出補救的建議，卻沒有試圖完成一套以為能完整嚴密地「會

同」朱陸哲學的架構。 

 
一直到鄭玉四十六歲，第二篇涉及朱陸會同討論的文章〈送葛子熙之武昌學

錄序〉47才出現。這篇序提到了葛子熙拿著危素的書信，來拜訪他。對照危素

（1303-1372）的生平，至正二年（1342）他與修宋遼金三史，五年改國子助教，

七年除翰林參奉，二十年累遷中書參政；再者，危素的文集中收有〈送葛子熙序〉
48一文，題記「丙戊年」（至正六年，1346）。基於以上的證據，我將此文的寫作

時間定於鄭玉四十六歲。 

 

四十六歲的鄭玉對於朱學與陸學的觀點如下： 

 

   以予觀之，陸子之質高明，故好簡易，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宻。盖各因 

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塗有不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

豈有不同者哉？49

                                                                                                                                            
忍記斯樓耶？晴旭，曉日也，日之初升，天地開明，萬象昭然，猶人之一身平旦之際，事物未

接，氣體清明，苟能因是以充之？旦晝之間，不至梏亡，則人欲净盡、天理流行矣。此王公名

樓之本意也。予聞泰山之巔有日觀焉，予嘗欲買扁舟、具杖屨至齊魯之故墟，登泰岱之絶頂，

收浩氣於清夜，覩旭日於扶桑，以廣夫平日之所是，然後歸卧樓中，讀先世之遺書，考往哲之

成法，斂之於吾 

身、驗之於行事，以養乎平旦之氣，庶幾乎晴旭之功，而吾足九原不可作矣。能從我者，非汝 

而誰？」〈晴旭樓記〉，《師山遺文》，卷 1，頁 17。 
47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錄序〉，《師山集》，卷 3，頁 19-20。 
48 元．危素，〈送葛子熙序丙戌〉，《說學齋稿》（四庫全書珍本三集，v.293，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卷 3，頁 22-23。文中說到「廷議以為郡學錄縣教諭，仍檄行中書省用之」，另有一篇〈別友賦送

葛子熙序癸酉〉，卷 1，頁 2-3。 
49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錄序〉，《師山集》，卷 3，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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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玉站在兩家學術「同」的角度，來「整會其同」，對兩家之「異」，批評也客觀

公允。他指出，既然身在此世，所受之「教」不論是朱、陸，皆「同以天理為公、

同以人欲為私」。朱、陸的立學點都在成聖合天德，最後的理想亦為成德成善。

朱學支離的原因在於學問的繁瑣，以及人事上的經驗與知識的繁瑣，陸學的簡

易、近禪是因為太過強調求其放心、以心為準，兩人「所入之途有不同爾」。 

 
雖說「朱子之說，教人為學之常也；陸子之說，髙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

亦各不能無弊焉？」50但是，鄭玉以為兩家後學不求其同而求其異，是造成兩方

學術水火不容的最大原因，所以他說： 

 
况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老，同以天理為公、同以人欲

為私，大本達道，無有不同者乎？後之學者不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異，

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行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離之說

也。」而其異益甚矣。此豈善學聖賢者哉？51

 

朱陸兩家學術各因其性而發展出不同的為學路徑，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後人不

在朱陸主張的儒學內容上，也就是「同」的部分做深刻的發揮，反而拘泥於方法

之不同，以對方與已之「異」作細枝末節的攻擊點。 

 
與他三十歲左右所寫的〈與汪真卿書〉相較，鄭玉對陸九淵學問「高明簡易」

的觀點沒有改變，也更明確地選擇站在朱陸「同」的立場去看兩家學術。雖然陸

九淵跟朱熹兩人的天分個性一是「高明」一是「篤實」，求學方法一是「簡易」

一是「邃密」，但是鄭玉以為，陸九淵跟朱熹的學問均將儒家基本問題置於學術

的中心。兩人對儒學的基本精神與目標相同的時候多，而方法上的不同，不代表

兩人學術存在優劣高下之分。 

 

另一處小細節，即文中「同尊周孔」一語，我以為鄭玉的論述方式異於宋儒。

宋代以前多言「周孔」，宋代以後多言「孔孟」，鄭玉回歸到宋代以前言「周孔」，

但是論及聖賢也不遺漏孟子，因此鄭玉在會同朱陸以外，學術思考的方向也趨向

於復古，在當時來說，這不僅是一種向先秦儒學的回歸，也是一種對朱陸之爭的

                                                 
50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錄序〉，《師山集》，卷 3，頁 19。 
51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錄序〉，《師山集》，卷 3，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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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 

 

在鄭玉眼中，朱子與陸九淵學說之異，也在〈太極圖〉上。鄭玉說「周程之

同以〈太極圖〉也，朱陸之異亦以〈太極圖〉也，一圖異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

可知矣。」52兩人學術異雖異也，卻未有流弊。陸九淵兄弟認為「無極而太極」

的無極應該被剔除，因為太極之上再無其理；但是朱子認為「無極」雖無形，但

仍有理，故曰「無極而太極」。鄭玉對於朱陸分歧的觀察點之一，在〈太極圖〉

上，卻未就差異處作深入的剖析。換言之，即使鄭玉注意到了朱熹與陸九淵在形

而上道德本體論的歧見，也未能帶領我們一窺此差異形成的根本性原因。 

 

嚴格來說，鄭玉對朱、陸各自的學術沒有重大批評，而是對於後學流弊深有

感嘆。他說： 

 

陸氏之學其流弊也，如釋子之談空說妙，至於鹵莽滅裂而不能盡夫致知

之功；朱氏之學其流弊也，如俗儒之尋行數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以收

其力行之效。然豈二先生立言垂教之罪哉？盖後之學者之流弊云爾。 

 

由鄭玉嚴厲的批評可知，南宋時候朱、陸兩人互批的「近禪」、「支離」之病，

在元代已紛紛暴露。南宋朱熹、陸九淵原有立言垂教之功，然而兩家後學卻逐漸

偏離了「善學聖賢」的道路。元代陸學缺乏「致知之功」，朱學缺乏「力行之效」，

元代中期朱、陸後學之弊對於學術本身的進步並無幫助。我以為陸九淵與朱熹之

為「教」，此教已落人事，故「無極而太極」之異對鄭玉而言，本來就不是他最

刻重的關注點。 

 
四十六歲到五十五歲間，與朱陸會同相關的線索更少，鄭玉將論述焦點置於

當時的學風上。鄭玉在五十歲作〈送王伯恂序〉，文中針對士人應試心態說「近

世科舉之士用心得失之間，得之則沾沾以喜，失之則戚戚以悲。至於皓首窮經，

終不聞道，甚者喪心失志，亦有之矣。」53十足不滿當時士人因科舉而荒廢求道

知本的狀況。即使科考的情形在不同時期的文章中都會出現，但是，以儒者自許

的鄭玉最關心的仍是士人「終不聞道」的狀況。  

 

                                                 
52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錄序〉，《師山集》，卷 3，頁 19-20。 
53 〈送王伯恂序〉，《師山遺文》，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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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四歲作〈鮑仲安墓表〉，其言鮑仲安在向他請學之前是「諸子諸史以及

山經地志、岐黄醫書、孫呉兵法與夫佛氏經典、神仙家延年長生之說，無不研究」，

但以故人子弟來從師問學後，即以「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而後得聞聖賢之正學

矣。」之言反省學問，而後「日從事於五經四書，而尤盡心於《易》」。由此可見

鄭玉以四書五經授人、誨人。從鄭玉所言，鮑生就學於鄭玉後，「講貫益精，踐

履益篤」，又能得出鄭玉不廢講學，同時強調踐履的學術風格。 

 

第三篇涉及朱陸學術討論的文章是鄭玉五十五歲時作的〈洪本一墓誌銘〉。

文中論及的是當年的鵝湖之會： 

 

玉惟鵞湖之會，卒不能合朱陸之異同。而陸子猶曰「江東也無朱元晦，江

西也無陸子静」，盖不以其學之不同而廢天下之公言也。玉於本一託交三

十餘年，其所學雖若有不苟同者，銘墓之責又安得以此而廢彼哉？54

 

  鄭玉再次提到了朱陸之同異。即使鵝湖之會不能合兩家同異，但是鄭玉以為

兩人學術之正，均為「天下之公言」。鄭玉並未分辨兩家之「異」，就這篇文章的

寫作時間來看，一直到五十五歲，鄭玉仍未有分別朱陸間孰優孰劣的分別心，在

文內亦未見絲毫貶抑陸學以增美朱學的語意。另外，淳安之學以後，偏向朱學的

鄭玉言自己與洪賾「所學雖若有不茍同者」，彷彿兩人的學問也並非完全的涇渭

分明。 

 

透過本節的論證可知，鄭玉的思想一開始就不是單一地右朱或是右陸，二十

幾歲的博觀時期結束後，三十歲以後學術傾向偏向朱學的他僅是站在「偏重」的

立場來擇取所好，而非站在認同兩方學術為「互斥」的立場，以攻擊的方式來擇

取學術所好。四十六歲以後，他「會同」朱陸學術之同，以為兩家學術重心均在

「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益發強調儒家學術的倫理、實踐問題，至此，朱陸同異

的分辨已非鄭玉思想的重心。我認為當時宗朱毀陸的學風是刺激鄭玉回到儒家基

本問題裡去作思索的重要契機，五十歲以後的鄭玉以五經四書為書院講學內容，

即有以先秦儒家為依歸的傾向。 

 

針對本節「朱陸會同」的討論，我認為可歸納出以下幾個重要的特點： 

                                                 
54 〈洪本一先生墓誌銘〉，《師山集》，卷 7，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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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與其說鄭玉是元代「會同朱陸」的思想家之一，不如說鄭玉是元代對

朱陸學術「思同不辨異」的思想家。他指出朱熹、陸九淵的學術各有優點，兩人

的缺點也並非無法規避。可惜鄭玉僅僅說到這裡，至於朱、陸學術應該如何各自

發展或調和，鄭玉沒有討論。他對學風的關注大於朱、陸二人學術義理的關注，

鄭玉僅述兩家學術「同」為「天下之公言」，卻未深刻分辨兩家學術「異」的原

因、發展。所以，從積極面來看，鄭玉在元代宗朱毀陸風氣下展現了未存門戶之

見的態度，實為難能可貴；從消極面來看，鄭玉未就南宋以後的朱陸歧異狀況作

出嚴而有法的討論，對「朱陸會同」的哲學性發展缺乏建樹。 

 

其二，鄭玉的學術傾向大多來自於自省體會。淳安時期的家學與師承對青年

時期的鄭玉產生了影響，三十歲以後他為文則常言「吾新安朱子」、「吾師朱子」，

鄭玉進學的偏好已有取捨。但是一直到五十多歲，鄭玉對於十八到二十一歲之間

所接觸的陸學，始終沒有懊悔、貶損之意，甚至肯定陸學給了他正面的啟發。 

 

其三，鄭玉對於元代中期兩家後學發展的關注，大於對朱、陸學術義理的關

注。對於儒家基本問題的重視又大於對元代朱陸之爭的重視。正由於鄭玉認識到

越是求朱陸學術之分，越是偏離兩位先生「垂世立教」的聖學之道，因此他重「合」

不重「分」。但是流弊已成，鄭玉卻未根據兩家流弊提出補救的建議，他選擇的

方向是漸漸回歸到古典的儒學經典中去尋找「不支離」、「不近禪」的進學之方，

因此他重新強調為學之正，關心日用行常的倫理實踐；篤行德行之學，卻也不廢

見聞之學。 

 
學界長期以來的刻板看法，認為鄭玉是元代中後期「朱陸會同」重要的人物

之一。上至《宋元學案》、下至近代的宋明理學史、元代思想史都將他的看法視

為「朱陸會同」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吳澄、虞集，他們的學術活動時間也都跨

足至元代中期，而與鄭玉同期並入明的趙汸，其「朱陸會同」的思想更具體。55本

文討論了鄭玉的思想發展，提供了元代中後期「朱陸會同」發展的一個側面，這

個側面將有助於我們了解元代儒者對「朱陸會同」問題的觀察。 

 

第二節 鄭玉以前會同朱陸的狀況 

                                                 
55 請參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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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的論述偏向歷史性的描述。本節將分三階段概述鄭玉以前會同朱陸的

狀 況 。 第 一 階 段 是 南 宋 時 期 ， 第 二 階 段 是 元 代 初 年 到 元 代 行 科 考 以 前

（1260-1313），第三階段是科考以後到鄭玉提出朱陸會同的主張（1314-）這段

時間。此種層次上的分段主要是基於兩個重要事件的考量，一是南宋鵝湖之會，

二是朱子學於元代延祐年間被定為官學。鄭玉的學術活動大部分已在本章的第一

節論述過，本節在作細部論述時，將會再次註明時間，以資了解鄭玉思想之繼承

與轉變的脈絡。 

 

一、南宋 

南宋時期有幾位會同朱陸的人物。其中鄱陽三湯氏、湯漢、龔霆松會同朱陸

的內容已無法得見，黃榦、明州四先生則是在主張上反對朱學與陸學的壁壘分

明。下面將以上述為朱陸會同歷史的發展綱要，再徵引相關文獻，以概述南宋時

期朱陸會同的狀況。 

 

自南宋以來，學者對於朱學與陸學的差異多有所討論。淳熙二年（1175）經

呂祖謙居中牽線，朱熹與陸九淵兩人在鵝湖各自為自己的學問展開了辨說。這場

辯說，在陸、朱兩人死後，仍餘波不斷。這些不斷的餘波來自於朱、陸二人在學

問上的歧見，經由門人弟子的傳衍，日漸演變成兩家門人在學術上互相攻訐的焦

點。當朱熹與陸九淵在世時，兩家門人弟子尚會往來兩家之門請學、問學，惟各

取所需的人多，確實有意彌平朱、陸二家歧見的人少。由目前能見到的文獻來看，

南宋末年的三湯、程紹開是最早有意調和朱、陸兩家之說的學者。元初袁桷〈龔

氏四書朱陸會同序〉記： 

 

淳祐（1241-1252）中，番陽（鄱陽）湯中氏合朱陸之說，至其猶子端明

文清公漢，益闡同之，足以補兩家之未備。56

 

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也記： 

 

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柴中行），傳宗于西山（真德秀）。而晦靜

（湯巾）由朱而入陸，傳之東澗（湯漢）；晦靜又傳之徑畈（徐霖）。楊(楊

                                                 
56 元．袁桷，〈龔氏四書朱陸會同序〉，收於《青容居士集》（臺北：中華書局，1966），卷 21，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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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袁（袁燮）之後，陸學之一盛也。57

 
除此之外，《鮚埼亭集》裡的其它篇章亦數次提及湯氏三先生會同朱陸之事。58元

末趙汸亦言：「盖嘗聞之湯氏家學祖朱宗陸，而且有取於莊氏之書，其以斯歟？」
59袁桷與全祖望除了指出鄱陽三湯有「合朱陸之說」，卻沒有說明三湯氏究竟由什

麼角度來合朱陸之說。趙汸則是藉湯漢編《絕妙古今》一書，再探問「祖朱宗陸」

的內容。如今礙於文獻的闕無，後人無法窺得三湯氏究竟為朱學、陸學各補了些

什麼。再者，依袁桷作文的標題視之，我們無法得知龔霆松從哪個角度去「會同」

朱、陸兩家學說。 

 

直至今日，湯氏、龔氏會同朱、陸學術的內涵仍舊無法得知。南宋學者如何「合

朱陸之說」實在是一個難以釐清的問題。但是在三湯氏之前尚有一人物，即是朱

熹之婿黃榦（1152-1221）。黃榦雖未有具體會同朱陸之實，卻有效阻止了兩家後

學可能彼此攻訐的發展。據袁桷記載，黃榦宗朱學，卻力遏門人將朱、陸學術置

於冰炭不容的對立局面，袁桷說：  

 

當寶慶、紹定間（1227-1228），黃公榦在，朱子門人不敢以先人所傳為別

錄。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錄》焉、有《語類》焉，望塵承風，相與

刻梓，而二家矛盾大行於南北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為朱陸會同，舉

要於《四書》，集陸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來者有攷，刪繁薈精。余於龔

君復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年則罔有異論，故歷舉興廢之說若是。噫！龔

君之書有俟矣。夫後若余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至治二年（1322）八月

辛未袁桷序。60

 

我認為南宋末年幾次讓朱學起起落落的黨禍，直接對黃榦產生了影響。黃榦

對不同學術派別的後學門人執異於學術觀點可能會產生的相爭，應該有深刻的憂

                                                 
57 《宋元學案》，〈存齋晦靜息庵學案〉，卷 84，頁 1。 
58 參全祖望著，詹海雲校注，《鮚埼亭集》，「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皆未之及，

不可謂非一大罣漏也」，（台灣國立編譯館，2003），冊二，內編，卷 34，頁 806。 
 「愚攷會同朱、陸之說，今也皆為發源於東山趙氏，然不自東山始也」，《鮚埼亭集》，冊三，

外編，卷 44，頁 1059。 
59 元．趙汸，〈題絕妙古今篇目後〉，《東山存稿》（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 2，卷 5，頁 20。按：

《妙絕古今》為湯漢所編，今《四庫全書》收於總集類，集部八。湯漢擇〈養生主〉、〈田子方〉、

〈天下〉三篇錄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裡說：「漢（湯漢）有《東澗遺集》，已別著錄」，但是

《東澗遺集》不見於提要之中。 
60 元．袁桷，〈龔氏四書朱陸會同序〉，《青容居士集》（臺北：中華書局，1966），卷 21，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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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意識。61雖然黃榦未就「會同」做努立，但是他嚴守門戶，不願加深陸學與朱

學間的差異，也禁止門人不加考證便立語錄、語類。62黃榦的態度使得門人弟子

未敢輕易針對陸學展開一較長短的學術性論戰。 

 

同時期與黃榦持有同樣態度的學者，尚有明州四先生：楊簡、袁燮、舒璘、

沈煥。雖然處於南方的這四位先生是陸學學者，卻有向朱熹致書問學之事，對朱

熹亦十分敬重。四先生中的舒璘與黃榦一般，有識於兩家之爭無補於學術發展，

因此嚴禁門人弟子對朱學作批評。63朱學與陸學存在著無法會同的根本性差異，

朱、陸門人中的厚學深思者一定也注意到這些差異。要強說兩家之同十分為難，

一定要涇渭分明、相互攻訐又是壞事一件。 

  

二、元代 

元代初期，趙復將朱學帶到北方，很快地，朱學已由南宋末的「偽學」翻身

成蒙古皇帝認可的官方學術。另外，陸學自南宋末年以來，藉楊簡、袁燮、舒璘、

沈煥等人繼續在南方的江西、四明等地流傳。此時期的朱學與陸學都產生了朱熹

與陸九淵當初彼此指責的弊病。在鄭玉就此情形具體評論之前，元代初期已有吳

澄等人不拘門戶，針對兩家學術上的漏洞作出評斷，同時也想解決兩派後學交相

攻訐的惡習。 

 

以下將分別以胡長孺（1249-1323）、吳澄（1249-1333）、虞集（1272-1384）

                                                 
61 據全祖望所言，「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異同，從不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

使人不敢競門戶，則必欲排陸以申朱者，非真有得于朱可知」，《宋元學案》〈勉齋學案〉，卷 63，

頁 12。 
62 據黃榦自述，他嚴禁門人立語錄、語類，是因為記錄之語未必得朱子思想的旨歸。但是嘉定

年間，他替未曾見過朱子的李道傳（1170-1217）編的朱子語錄作序。參〈書晦庵先生語錄〉，《黃

勉齋文集》（臺北：青田書屋，1975），卷 6，頁 124。 

或可參〈祭李貫之文〉，「貫之目不識先生之面，耳不聞先生之言，……聞晦庵之門人，則虛心

屈己而與之友，得晦庵之遺書，則手鈔口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來不常，

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異世，旁搜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卷 7，頁 156-157。

黃榦對此語錄的意見可參〈與李貫之兵部書〉，「語錄事承見諭曲折，初亦恐削之大甚耳，若只

如此，亦無害。又得味道兄整過，可以無憾矣。大抵鄙意以為此等文字，寧過於詳，則刊之為

易，若先求其精，則一削之後不可復求，此為可慮耳。序文全不成言語，留此人旬日，亦欲依

命修改附去，竟做言語不成，一是熟，二是多事，終日昏憒，旦夕專人拜納，其他亦併俟後便

也」，卷 3，頁 69。 

除了以上三篇文字，尚有〈復李貫之兵部〉詳述語錄增補事宜，卷 4，頁 71-75。 
63 全祖望著，詹海雲校注，「舒公廣平之在陸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

戒以不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陸也，非真有得於陸可知」，《鮚埼亭集》（台灣國立編譯館，

2003），冊 3，外編，卷 44，頁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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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點人物，敘述他們對於元代「朱陸會同」此一思想的貢獻。如此可以釐清鄭

玉的朱陸會同思想是否前有所承，朱陸會同在鄭玉以前是否具有某些一致性，若

有歧出，此種歧出是否影響了鄭玉等人的朱陸會同思想發展。釐清這些問題以

後，才能梳理出鄭玉在「朱陸會同」問題上該有的歷史地位。 

 

首論胡長孺。胡長孺（1249-1323），字汲中，江浙氏，號石塘先生，又號石

齋先生、適齋先生、純節先生，為元代初期的儒者。記胡長孺最為詳盡的是宋濂

為之作的傳記。元代唐筠軒在文集中亦記有胡長孺為文風範，64在其它人的文集

裡提到胡長孺，則多以史學、吏治來稱美他。胡長孺未能身居朝廷要職，一生專

力於教育，他的交遊對象不限於朱學學者，如陸學學者劉壎也與之多有交流。65由

於胡長孺沒有文集傳世，僅能靠著他人所作的篇章作為考查他思想的依據。 

 

宋濂曾究其師承與其受到的學術影響： 

 

長孺之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齊楚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龍

泉葉文脩公味道，味道則徽國公朱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

長孺既於學古，獲聞伊洛正學，及行四方，益訪求其旨，始信涵養用敬為

最切，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年深慕陸九淵為人、「宇宙即吾心」之言，

諄諄為學者誦之。66

 

以宋濂所記視之，胡長孺是一服膺程朱理學的學者。胡長孺一生的學術活動多奉

行涵養用敬的程、朱思想，在晚年則對陸九淵深表敬重。他對於元代初期儒學的

影響在於孟子「明本心之學」的發揚。晚年可能有對陸九淵「宇宙即吾心」的詮

釋，此詮釋似乎也對當時的學者產生正面的影響。元代吳萊曾記胡長孺之言： 

 

自近年科舉行，朱學盛矣，而陸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行擿墨，

益見其為學術之弊，意者其幸發金谿之故櫝，而少濯其心耶？67

                                                 
64 元．唐元，〈跋胡石塘先生贈章潤翁憶昔說〉，「往時同舍，畢生為僕言，石塘胡先生議論風致

高出人表，其為文倣先秦漢史，雄深雅健，莫齡益自真閟，不輕予人蒙莊」，收於《筠軒集》，

冊 2，《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卷 11，頁 20。 
65 元．劉壎，《水雲村稿》（台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v.290，卷 11，〈荅胡教

授書并錄來幅〉，頁 18-19。〈再與胡教授書〉，卷 11，頁 23-24。〈與胡教授書〉，卷 11，頁 25。〈與

胡石塘書〉，卷 11，頁 28-29。〈又與胡石塘書〉，卷 11，頁 29。 
66 明．宋濂，〈胡長孺傳〉，《宋文憲公全集》（台北：中華書局，1970），冊 3，卷 48，頁 14。 
67 吳萊，〈石塘先生胡氏文鈔後序〉，「及予自燕南還，予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

驥生、建安虞光祖及金谿傅新正五六人者再見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之觀人者，自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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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記載可補宋濂之所記。可見胡長孺以為科舉對於朱、陸學術的興衰有

決定性的影響，也對此狀況深有感慨。吳萊的記載同時反映出胡長孺會同朱陸的

想法。胡長孺說「幸發金谿之故櫝，而少濯其心」，即是希望陸九淵的心學能糾

正朱門學者「玩常襲故，尋行擿墨」之弊。元初儒學的發展應以朱學為主，延祐

之後科舉實行，朱學成為儒者晉身廟堂的工具，因此當時的士人無意尋求儒學思

想層次意義上的發揮，僅反覆於文辭上作推敲。朱學之弊不僅是排擠陸學，朱門

後學不知思辨，徒騁文墨也是弊害之一。 

 

《宋元學案》將胡長孺歸於「由朱入陸」的學者。68在我看來，胡長孺亦是

有心要以陸學對朱學作修正的學者。從資料上來看，晚年的胡長孺，其思想走向

會同朱陸，這代表朱、陸學問不該水火不容，兩家學問應該各自具有裨補彼此闕

漏之處。 

 

次論吳澄。與胡長孺有相同想法的尚有同時代的吳澄（1249-1333）。不同於

胡長孺委身地方教育，吳澄數次身居朝廷要職。吳澄，字幼清，江西人氏，學者

稱為草廬先生。五十九歲（至大元年 1308，武宗）時（1249-1333）被召為國子

監丞，因朱陸學術取向的問題而去職。再進入朝廷中心教授儒學已經是七十五歲

以後的事。69因此，吳澄的學術活動時間從元代初期跨越到元代中期。 

 
吳澄的學問主要來自於兩個人，一位是由朱入陸的饒魯。一位是道一書院山

長程紹開。70吳澄另外與饒魯傳人程若庸有問學的關係。71饒魯雖然師承黃榦，但

                                                                                                                                            
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論矣！爾等得無頗有怨尤者乎？傅之曾祖父本學於陸，亦喜談陸者，

自近年科舉行，朱學盛矣，而陸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行擿墨，益見其為學術之弊，

意者其幸發金谿之故櫝，而少濯其心耶？曾不數年，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作嗒然而遽化。」

收於宋濂編之《續金華叢書》，冊 4，《淵穎吳先生文集》，卷 11，頁 2。 
68 《宋元學案》，〈靜明寶峰學案〉，卷 93，頁 1。 
69 宋濂等編《元史》，「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老儒，請徵用之。』

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更當搜訪山林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林學士承旨，澄為學士」，

第 3 冊，本紀第 28，英宗二，至治三年，頁 627。 
 「泰定元年（1324），元廷開經筵，吳澄、鄧文原為講官，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

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元史》，第 3 冊，本紀第 29，泰定帝一，泰定元年，頁 644。 
70 全祖望用吳澄的話來論證：「『澄少讀《中庸》，不無一二與朱子異。後觀饒伯輿父所見亦然，

恨生晚，不獲就正之。』則雙峰蓋亦不盡同于朱子者」，《宋元學案》〈雙峰學案〉，卷 83，頁 1。 
 吳澄的學術淵源，參〈草廬學案〉，「草廬出于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陸學。蓋草廬又師

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兩家。然草廬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廬學案》」，

卷 92，頁 1。 
71 吳澄，〈謝徽菴先生書〉，「十月日，學生吳澄皇懼百拜致書府博秘書郎鄉先生講席前：澄嘗謂

孟子沒而道學不得其傳，自我朝程夫子出而後有以接夫千載不傳之緒。澄也，厭科舉之業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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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晚年論學已多不同于朱子，這樣的變化透露出南宋黃榦以後，部分朱學學者已

不全然地死守自家學問。至於道一書院山長程紹開想要和會兩家的心態，在文獻

亦有記錄。72

 
南方的學術氛圍似乎不如北方那麼緊張，較有利於朱陸會同的發展。袁桷《清

容居士集》中提過江西「湯氏三先生」中，有湯千、湯巾與程紹開交遊。73以地

域性角度來看，饒魯、程紹開、程若庸、三湯氏、吳澄，都是南方的儒者， 這些

人士彼此交相往來，形成了一股與北方朱學迥異的學風。 

 

元代初期，在朝為官的漢人或蒙古人皆以朱學為正宗，陸學受到刻意的排

擠。吳澄掛冠求去亦是受到這股「朱學勢力」的波及。有文記載： 

 

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愚陋之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

位不同，而立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而議者曰：「吳幼清，陸氏之

學也，非朱子之學也。不合於許氏之學，不得為國子師，是將率天下而為

陸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陸子豈易言哉？彼又安知朱陸異同之所以

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立不可留，數月，移病自免去。
74

 

這段文字一是記錄了吳澄去職的經過，一是透露出許衡在北方傳播朱學的功效。

                                                                                                                                            
學夫子之學乆矣，嘗恨不得生平其時游乎其門，顧徒私淑艾於遺編而想慕於異世」，見於嚴一萍，

《叢書集成三編》（台灣：藝文印書館，出版年月不詳），《安徽叢書》第二函，明．程曈，《新

安學繫錄》，卷 9，頁 1-2。 
元．虞集，〈故翰林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臨川先生吳公行狀〉，「是歲，宣慰公（祖父，

吳鐸）赴鄉試，先生（吳澄）侍行。時郡守迎新安徽菴程先生若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臨汝

書院。徽菴蓋從雙峰饒氏遊，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菴特

見以語學者之說，先生一覽而盡之。及見，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

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陋之學乎？」若如此者數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見

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復，族子槱之，與子年相若，可與學為友。」槱之者，旴江程文憲

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來徽菴之門」，民國．王有立主編：《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

錄》（台灣：京華書局，1968）。本篇見於第 4 冊，《歸田》，卷 14，行狀，總頁 2117-2118。以

下擇自《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錄》的文字，皆從此版本出，不另立編者、出版項。   
72 《宋元學案》，〈草廬學案〉，「草廬出于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陸學。蓋草廬又師程氏

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兩家。然草廬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廬學案》」，卷 92，

頁 1。 
 另，「程紹開，號月巖，廣信人也。嘗築道一書院以合朱陸兩家之說」，卷 84，頁 6。 
73 元．袁桷，〈龔氏四書會同朱陸序〉，《清容居士集》（臺北：中華書局，民 55），卷 21，頁 4-5。 
74 元．虞集，〈送李擴序〉，《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錄》，第 3 冊，《在朝》，卷 1，序，總頁

66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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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北方，朱陸之爭的角力場已從學術界擴大到政治界，「非朱子之學便不得為國

子師」這件事造成了吳澄的去職，此時期的朱陸對立明顯處於更為尖刻的政治角

力風暴中。而為之抱不平如虞集者，至多只能選擇跟著吳澄去職，也無力與當時

的朱學勢力抗衡，更不用說能扭轉當時朱學獨大的學術風氣。 

 

朱學在元代的儒學發展史上既已取得優勢，但是，朱門後學是否善用了此優

勢將朱子之學發揚光大？以下是吳澄的觀察： 

 

程氏四傳而朱，文義之精密，句談而字議，又孟氏以來所未有者，而其學

徒往往滯於此而溺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離

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不復旁通它書，掇拾腐說而不能自遣一

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陋、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

而未有能救之者也。……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縷析，每猶以陳（陳淳，

字北溪）為未精，饒（饒魯，字雙峰）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年，

而始覺其非。75

 

吳澄以為朱門末學之弊在南宋嘉定年間（1208-1224）即已產生，南宋以來

的朱子後學往往滯礙於文字本身，專守一藝而以為達道，在文辭上毫分縷析，滯

於程、朱的「文義」。吳澄雖然是朱門學者，不過他卻表達了「始覺其非」的懊

悔之言。可見當時的學風已經使得吳澄必須重新思考學術本身的歸趨與發展，然

而，比之將朱子之學發揚光大，現階段將如何針對學界弊病撥「亂」反正，才是

吳澄以為迫切的問題。 

 

於反省朱學之弊的同時，吳澄覺察了陸學「求諸我之身，非求諸人之言」的

義理。他說：「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不待外求也；擴而充

之，不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豈不至簡易而切實哉？」76吳澄開始強調

為學之理是知行並重，因為徒在「知」上毫分縷析，無補於踐履，「學」也就無

                                                 
75 元．吳澄：〈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收於《全元文》，第 15 冊，卷 504，頁 179。 
76 元．吳澄，〈象山先生語錄序〉，「青田陸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旴江

舊有先生《語錄》一袠，所錄不無深淺之異。乃其高第弟子傅季魯、嚴松年之所錄者。澄肅讀

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雷驚霆，雖百數十年之後，有如親見、親聞也……能

反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不待外求也；擴而充之，不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

以是，豈不至簡易而切實哉？不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今之口談先

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參見

《全元文》，14 冊，卷 483，頁 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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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於「用」。又說過：「昔陸子白鹿講篇，一時深見取於朱子，以其於此剖抉痛快，

有以切中學者之病也。……夫異時不得專意于古學者，猶曰科舉之利誘之也。今

無是矣，而不絕利一原者，何也？」77他用《論語》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利」的義理，化說「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不同。嚴格說來，這段解

釋直承陸九淵的〈白鹿洞書院論語講義〉為己之學首在辨志，科考得中與否，不

足以為義利之辨的說法。78

  

朱學在元代初期取得了發展的優勢，卻未能有超越宋儒的發展，反而跌回文

章訓詁的胡同裡，原因已經十分明顯。吳澄更進一步說明陸九淵學術的特色。他

說：「陸先生之學不在乎言語文字也」、「蓋先生平日教人，專於心身上切實用功，

一時精神之感發、旨意之懇到，如良工斲輪、大冶鑄金，巧妙莫可彷彿也，而可

筆錄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樂莫大焉。』由傅（傅季

魯）以遡陸，由陸以遡孟，在此而已，安用《語錄》為哉」。79吳澄對陸九淵如此

稱譽，在朱學大盛的時代算是異數。吳澄抓住陸學不落「語言」、簡易又「切實」

的學術特色，一邊說陸九淵不落言筌的好，一邊肯定朱熹學術的精詳特色。但是

元代儒者停滯於文字言語之間的情形實在嚴重，他在探問陸九淵的學術底蘊時，

也發展出朱陸會同的思想，他說： 

 

陸子何如人哉？亦嘗頗聞其遺風乎？夫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讀書講學；

陸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讀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

知實踐者，亦必自讀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劣之門人，

各自標榜，互相詆訾，至於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

之易惑難曉也。為子之計，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暮晝夜，不懈

不輟，玩繹其文，探索其義。文義既通，反求諸我。書之所言，我之所固

有，實用其力。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讀誦講說其文辭義理而已。此

                                                 
77 元．吳澄，〈饒文饒字說〉，「饒君（饒文饒）資敏而甚有志，吾知其可與共學也。懼夫無以古

之學告者，則今之學不過學記誦也，學詞章也。記誦之博洽，詞章之贍麗，則曰文之饒也，然

而非也。古學、今學之所以殊，為己、為人而已。為己，喻於義也；為人，喻於利也。昔陸子

《白鹿講篇》，一時深見取於朱子，以其於此剖抉痛快，有以切中學者之病也。……夫異時不得

專意于古學者，猶曰科舉之利誘之也。今無是矣，而不絕利一原者何也？吾不敏，且未之學也，

而有志焉，所願與饒君共勉之。」見《全元文》，14 冊，卷 496，頁 675。 
78 宋．陸九淵，〈白鹿洞書院論語講義〉，「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不能

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惡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

使汩沒於此而不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

者矣」，《陸九淵集》（台灣：里仁書局，1981），卷 23，講義，頁 276。 
79 元．吳澄，〈金谿傅先生語錄序〉，見《全元文》，14 冊，卷 484，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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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之所以教，亦陸子之所以教也。然則，其要安在？外貌必莊，中必合

一。不如是，不可以讀書講學，又豈能真知實踐也哉？80

 

文中說「二師之為教一也」，「會同朱陸」之意已清楚鮮明。吳澄對朱、陸學

術特色各有掇取，其指出兩家的學術目的一樣，雖然方法不同，卻能夠互相外延

或內包。吳澄認為當從朱學的讀書講學為入手處，後以陸學的反求諸己、明心誠

身為反省。簡言之，吳澄以兩家之異為切入點，卻以兩家之同當作為學歸趨。他

在態度上，一是摒除「黨同惡異，空言相高」81的對立，一是務去時弊，力求「外

貌必莊，中必合一」的知行過程。而「真知」勢必要透過「實踐」，方能脫去元

儒溺於「讀誦講說」的訓詁桎梏。 

 
儘管當時的學界為朱子的天下，吳澄又師承朱學，但是他仍注意到朱、陸兩

人的優缺點，並思其會同。然而，吳澄與前述的胡長孺，仍有一些差異。兩人不

同之處有三點，第一點是吳澄有機會將學術活動觸角伸至朝中與民間，第二點是

他的論述被保存下來的較多，第三點是吳澄對於朱陸問題的看法不僅於當時政策

性的實踐，論述的過程中還涉及了兩家學說義理的精髓。 

 

再次論虞集。虞集（1272-1348），字伯生，號道園，其父虞汲與吳澄為友。
82據《元史》記，虞集為蜀郡人，母親楊氏曾以口授《論語》、《孟子》、《左氏傳》、

歐蘇文，虞集過耳輒成誦。因為父親與吳澄交遊，因此虞集十多歲時便師事吳澄，

還有一段與吳澄同朝為官的時間。為官期間，除了曾為吳澄去職之事抱不平，也

曾為文申說朱熹與陸九淵的學術特質。為吳澄抱平之文已於前述備及，以下將擇

相關文本，呈現虞集「朱陸會同」的思想特質。 

 

雖然虞集論理學發展是以朱熹為道統繼承者，但也會兼論陸九淵的學術地

位。這在當時是力排眾議的說法。他與吳澄一樣，詬病兩家後學相爭相勝的陋習，

當時「功利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樂；為簡易之說者，而智不足以及其高明」，

                                                 
80 元．吳澄，〈送陳洪範序〉，見《全元文》，14 冊，卷 478，頁 141-142。 
81 語出元．袁桷，〈跋瑱山經德堂記後〉，「晦庵先生晚歲，每言陸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履，是蓋

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年，黨同惡異，空言相高，其弊有甚於昔。」，《全元文》，23
冊，卷 721，頁 335。此篇作於延祐年（1314）。 
82 查洪德認為虞集的學術淵源有數端，一是其父祖所傳之家學，這部分受蜀學張載的影響極深。

一是從學於吳澄，一是受外家楊氏之學、邵雍之學。他的學術傾向有兼融各家的傾向。參查洪

德，〈虞集的學術淵源與文學主張〉，《殷都學刊》，1999，第 4 期，頁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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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表面上朱子學已成官方學問，但是就理學的內部發展來說，朱學、陸學都處於

嚴重的衰退狀況。因為元代的理學發展衰退，虞集等儒者便回頭去強調朱、陸二

人當初所立下的學術典範。 

 

虞集以朱子為儒學集大成者，亦不廢陸九淵對於儒學的貢獻。他說「斯道（指

孟子、周、程、張、邵）之南，豫章延平高朙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接著說

「時則有若陸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立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

朙」，即使朱子承繼道統，但是陸九淵對於道統與文化的發明亦不能忽略。84虞集

履次在文中尊重朱、陸各自的學術取向，但也察覺到兩家學術的差異性。他說：  

 

乃若陸先生之學，前代諸儒盖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

豈不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不同，教人之方容有小異，其皆聖人之

徒也。呂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鵝湖之會焉。

雖其言卒不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閒，因二賢之差殊而精攷神會焉，

於聖人之精微遂推見，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85

 

虞集關注的焦點不在兩人立異的過程，而在兩人發明聖道的結果。虞集指出

朱熹與陸九淵兩人學說的根本差異是「入德之門」、「教人之方」的不同，即方法

論上的不同。就算是方法論上的不同，朱熹與陸九淵的學術論辯皆有發明聖道之

功。虞集雖然察覺了兩家方法論上的不同，但是他認為朱、陸二人的思想目的為

一，並且還有相融的可能。 

 

對於「會同」此一課題，虞集採取了與吳澄不同的策略，他削弱了朱熹「道

問學」的特質，以為兩家可在「尊德性」上會同。他曾說過「朱子之教人也，豈

有他哉？其性仁義禮智也，其倫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86但是也說： 

                                                 
83 元．虞集，「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於天下。然而遠域

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利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樂；為簡易之說者，而智不足以及

其高朙。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不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不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元

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錄》，第 4 冊，《歸田》，卷 6，〈南康路都昌縣重修儒學記〉，總頁 1770-1771。 
84 元．虞集，〈故翰林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臨川先生吳公行狀〉，「悲夫！斯道（指孟子、

周、程、張、邵）之南，豫章延平高朙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年閒，師弟子之言折衷

無復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若陸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立乎其大者之

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朙。學者於焉可以大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異同相勝之淺

見，蓋無足論也。」同前註，卷 14，行狀，總頁 2137-2138。 
85 元．虞集，〈送李伯宗序〉，同前註，卷 24，序，總頁 1701-1702。 
86 元．虞集，〈南康路都昌縣重修儒學記〉，「嗟夫，朱子之教人也，豈有他哉？其性仁義禮智也，

其倫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易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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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量，而致

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不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

矣。然而其要也，不出於仁義禮智之固有，其見諸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

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倫之至而已，

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乃有為之說者，反欲絕去倫理措心，如

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不亦殆乎？87

 

虞集認為萬物之理可以收攝於人我關係之中的基礎下。他說的「心之本體蓋

足以同天地之量，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不能者焉」，確實與陸九淵的學

學相似。但是，我以為，虞集既指出倫常日用之「學」，是「內求」的功夫，其

內求的內容又掛在「仁義禮智」與「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等倫理實

踐中，還認為「朱子之教人也，豈有他哉？其性仁義禮智也，其倫則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也」，這就是會同朱陸的一種說法。 

 

虞集將朱、陸兩家學術的風貌放在「仁義禮智」與倫理意義上做思考，是意

圖將儒學拉回即事即理的人倫實踐上作討論。這個觀念的出發點昭示了虞集的復

古趨向。文中說得很清楚，虞集歸趨於「古之所謂學」。在我看來，虞集會同朱

陸的方向不是歸朱，亦非歸陸，而是回歸先秦儒學。在文中所說的「聖人者，人

倫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已與知識論無涉，虞集的說法連帶地

削弱了朱子「道問學」的特質。 

 

虞集根據他對朱熹晚年思想的判斷，削弱朱子「道問學」的學術特質。虞集

以為朱熹的〈答葉公謹書〉、〈與胡季隨書〉作於同時期，認為朱子於此時期強調

了「攷驗乎躬行之實，本乎心得以立言」88的必要性。因此，朱熹晚年的思想是

「歎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即趨於「尊德行」上下功夫。至此，「仁義

禮智」、人我間的倫理之學已經與「詞說之泛濫」等無涉，而是一種生活上的「反

身以求、切己反求」實踐哲學。89  

                                                                                                                                            
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識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行之實，本乎心得以立言，端其統緒以致

辨論，說之精詳而不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不可忽也」，同前註，卷 6，總頁 1770-1771。 
87 元．虞集，〈思學齋記〉，收於《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錄》，第 3 冊，《在朝》，卷 3，記，

總頁 844-845。 
88 同註 84。 
89 元．虞集，〈跋朱先生答陸先生書〉，「朱子答葉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來說話有大支離處，反

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切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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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會同朱陸的興趣，虞集直接反映於考試的命題之中。據後人所記，「時

江西憲試請題，虞公（虞集）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陸二氏立教所以異同』」90當

時，虞集針對趙汸的論述大加讚賞。此段的詳細說明將置於本章最末節作討論。  

 

第三節 鄭玉在朱陸會同歷史上的地位 

 

第三節的論述將偏向歷史性的描述。本章第一節已完成鄭玉在朱陸會同這一

課題上的學思變合分析，第二節則概述了鄭玉以前的朱陸會同狀況。本節仍以「會

同」為課題為主，先看鄭玉與之前的儒者在思想發展上的聯結，再突出鄭玉在「會

同」思想上的歷史地位。此外，與鄭玉同時期的趙汸在朱陸會同發展的歷史上十

分重要，因此本節第二部分將兼論趙汸與鄭玉的學友關係，以得知鄭玉「朱陸會

同」的思想對往後儒者可能發揮的影響。 

 

首先以「會同」為課題，看鄭玉與之前的胡長孺、吳澄、虞集在思想發展上

的聯結。朱陸會同思想的繼承聯結，可以概分為三方面來梳理：一是這幾位儒者

的師承與學承是否能繫聯，二是他們與地域性儒學發展的關係，三是會同朱陸

時，此四人兼取朱陸的偏重。 

 

第一，參照《宋元學案》與表一可以得知胡長孺、吳澄、虞集的師承。胡長

孺與吳澄兩人的師承雖不同，但是皆系出朱子後學。稍後的虞集在學問上除了受

到父親虞汲的影響，與其父素有交遊的吳澄正是他的老師。因此胡長孺、吳澄、

虞集這三人皆是朱門後學。吳澄與胡長孺最大的不同是吳澄不僅師事朱門學者，

也間接受到南宋鄱陽三湯氏後學的影響，這是吳澄接觸陸學的一條線索。 

 

                                                                                                                                            
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濫，不甚切己。方與一二學者力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麤有得力處。

此兩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卻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來泛

濫真是不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濫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於此也。然竊觀其

反身以求之說，克己求仁之功，令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說，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

日問辨講朙之說極詳，至此而切己反求之功愈切，是以於此稍卻其文字之支離，深憂夫詞說之

泛濫。一旦用力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樂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豈是搞木死灰如牆壁以

為功者？朱子嘗歎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同前註，卷 10，題跋，總頁

1971-1973。 
90 詹士南，「時江西憲（此版本作此字憲）試請題虞公（虞集）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陸二氏立

教所以異同」，（趙汸）具對，卒言劉侍讀有功聖經；至論朱陸二子入德之門，尤為精切詳備……」

〈東山先生趙汸行狀〉，收於《新安文獻志》，卷 2，冊 3，行實 儒碩五，頁 1758-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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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玉的師承與學承和以上三位儒者不同。91《宋元學案》說鄭玉是陸九淵五

傳、晦翁續傳，不過想以師承、學承來證明鄭玉是「晦翁續傳」，實在是缺乏直

接又有力的證據。本章第一節，根據文獻來推斷鄭玉對於朱學的汲取若不是來自

胡綠槐，便是自省體會。若要強說鄭玉與以上三位學者有思想上的學承關係，非

常牽強。將這四個人做思想上的繫聯，僅能說此四人針對元代宗朱毀陸的學風與

兩家後學各自產生的弊害，在不同的階段裡提出了類似的看法。 

 

第二，由地域化儒學發展的角度視之，胡長孺為江浙省人，吳澄、虞集是江

西人，鄭玉是安徽人，此四人的學術活動地點多數集中於當地。而江西為陸學之

鄉，安徽是朱子出生之地，因此陸學與朱學在地方上皆存有學術勢力。值得玩味

的是吳澄與虞集雖為江西人氏，不過在會同朱陸時，兩人仍以朱學為主、陸學為

輔；安徽既是朱熹本家，鄭玉受教於江西陸學學者的痕跡卻比受教於安徽朱學學

者明顯。據此推測，元代的朱陸之爭在這某南方地區應該不如以大都為中心的北

方尖銳，儒者能兼融朱陸二家的可能性也就提高很多。鄭玉得以「自省體會」的

原因，尚得歸因於朱子學在新安地區的興盛。92

 
第三，以上四位主張朱陸會同的儒者，皆將朱熹的學術地位置於陸九淵之

上。儒者們「會同」朱陸的態度乃以朱學為主，再兼取陸學的長處。同時，針對

兩家學說之弊，儒者們亦提出了敘述性的糾正。四位儒者心目中的主流學術仍是

朱子學，他們雖同聲以為朱熹為儒學集大成者，亦承認陸九淵的思想近於孟子、

近於先秦的踐履之學。朱學與陸學同樣值得尊崇。在以朱學為主、以陸學為副的

觀念下，整個元代朱陸會同的發展痕跡是偏向視其同而不論其異、取彼之長以補

此之短的策略。 

 

胡長孺、吳澄、虞集、鄭玉的朱陸會同思想雖然未完成哲學意義上的會同，

卻是宋代朱學轉向明代王學的中繼。93在這幾位儒者身上，我們得見南宋末年以

來，在朱陸兩家對立局面之外的趨緩現象。四位儒者會同朱陸的學思關係時，未

必存在著一致的方法，但是在彌平朱陸兩家之歧見與試圖會同朱陸思想的動機

                                                 
91 參表一。 
92 「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為『東南鄒魯』。」參詹烜（詹士南），〈東山先生趙汸

行狀〉，《新安文獻志》，卷 2，冊 3，行實 儒碩五，頁 1763。 
93 大陸學者甚至認為王陽明的心學有部分是汲取了朱學的優點，是朱陸會同的另一種表現。「王

陽明這種兼融朱、陸的情況，不過是承接元代陸學合流的趨勢」，參侯外盧、邱漢生、張豈之主

編，《宋明理學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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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此四人的思想代表著另一種平衡的聲音。此外，吳澄、虞集的出處近於政治

權力的中心，較有機會去改變當時朱學獨大而產生的弊病；而鄭玉與胡長孺的出

處較為相似，兩人未真正進入朝廷的中心，僅以其在地方上的聲望與其它儒者以

問學的方式互相影響帶出的是另一種在士人圈會同朱陸的影響。 

 

其次要敘述鄭玉與趙汸的關係。第一章已論證鄭玉於四十六歲以後，「會」

朱陸學術之「同」，並以為兩家學術重心均在「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益發強調儒

家學術的基本問題。鄭玉與趙汸的學術活動期間相重疊，以現存的文獻來看，兩

人最頻繁的交遊約在鄭玉五十歲到五十八歲之間。以下略述趙汸的生平，以窺趙

汸與鄭玉相似的出處態度和接觸陸學的類似之處。 

 

趙汸（1319-1369） ，字子常，休寧人，從九江黃澤學，又從臨川虞集遊，

獲聞吳澄之學，尤邃《春秋》。趙汸年輕時博觀進取，曾師事黃澤、夏溥、虞集、

黃溍等人。94趙汸與鄭玉皆為安徽人士，面對國家破亡，趙汸雖未與鄭玉選擇同

一條自經以明志的路，卻也不輕易出仕為明朝官。95

 
在元代有意於會同朱陸的學者裡，趙汸的師承與學承最為駁雜。在接觸陸學

的過程中，有一人物值得注意，即是與鄭玉具學友關係的夏溥。夏溥為鄭玉學友，

又為趙汸問學的長者。有關趙汸與夏溥的接觸，可以參考趙汸的〈留別范季賢

序〉： 

     

 僕自幼即已受讀（指程朱之教），然未知所以為學也。嘗過嚴陵，聞夏氏

家學甚高，即往訪之。其老成惟教授君大之（夏溥）在，謂僕曰：「子生

朱文公鄉，於公書宜無不讀，且公嘗自言，平日所得多在文義中，故所為

經傳訓辭，精切嚴妙，無一字之茍。然余竊怪《論語》篇端，以『效』訓

『學』，可也，所謂『之為言』者，於義何所當邪？」僕時卒無以應，心

                                                 
94「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辛巳秋復往留二歲，得口授六十四卦義

與學《春秋》之要。過嚴陵，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問《易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

於黃先生對，夏先生嘆，以徒費心力為戒……繼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不

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異之，待以殊禮。甲申失怙。卒喪，謁翰林虞公於臨川，授館於家

一歲，其所上書曰：『……然汸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行修道立，為世表儀，而成己誨人，

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所為行狀，而知先生為學之方矣。』」參詹烜（詹士南），〈東山先生

趙汸行狀〉，《新安文獻志》，卷 2，冊 3，行實 儒碩五，頁 1758-1759。 
95 「當元之季，汸築室東山，閉戶著述，明初屢徵不起，僅一出修元史，事畢即辭歸。」參紀

昀等〈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山存稿提要〉，《東山存稿》（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台灣商務，

1971），冊 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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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甚，退而默思聖經賢傳中如夏先生所舉，可以關余口者多矣！蓋自是稍

知反其鹵莽滅裂者，以致力乎究竟謹審之道焉。96

 

以上引文可以分成兩個角度來說明。其一是趙汸、鄭玉與陸學學者交遊的重出關

係。其二是趙汸透露出什麼樣的學術態度。就第一點來講，夏大之是鄭玉的學友，

以輩分來看，趙汸應為晚輩。趙汸曾寫給鄭玉幾封書信，其中一封書信提到喪亂

時間、「徵君」以及出處兩艱等文字，97另一封則為〈賀鄭師山先生受詔命書〉。98

這兩封書信的時間不僅接近，亦足以證明趙汸與鄭玉的往來是在鄭玉的晚年。換

言之，趙汸所識的鄭玉已經是四十六歲以後對朱陸學術「思同不辨異」的鄭玉。
99鄭玉既然對趙汸「見知之深，見愛之厚」，可以合理推測鄭玉認為趙汸不同於時

下汲汲於場屋、獨以朱學為大的儒者。 

 

再者，從這段引文來看，自幼學習「程朱之教」的趙汸尚能因慕學而往拜夏

大之，在趙汸的心中，朱、陸學術未必是冰炭不容的兩個極端。另外，經由夏大

之「所謂『之為言』者，於義何所當邪」的提問，趙汸自述因此重新思索了儒者

「所以為學」的目的性。由文義推斷，夏大之的問題同時提點趙汸進學當行實、

學當驗於吾身的重要性。再從趙汸反思的文字視之，趙汸似乎也同意了夏大之隱

藏在問話裡的意涵。 

 

從趙汸對陸學的態度，我們可以再深探他在朱陸會同上的具體表現。前述吳

澄與虞集藉著他們參與教育制度決策的權利，在傳播朱陸會同思想的方式上具有

相對性的優勢。其中虞集將朱陸之爭的討論由學術界拉入科考試場，虞集為江西

縣擬考題，虞集便以「問江右先賢及朱陸二氏立教所以異同」100作試題，而趙汸

                                                 
96 元．趙汸，〈留別范季賢序〉，《東山存稿》（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台灣商務，1972），冊 1，卷

2，頁 57。另外可參詹烜（詹士南），〈東山先生趙汸行狀〉，《新安文獻志》，卷 2，冊 3，行實 儒

碩五，頁 1758-1759。文中提及問趙汸以《易象》、《春秋書法》問學於夏大之。 
97 「即日秋涼，伏惟徵君師山先生動履安福。某疏遠儀刑，倏經兩歲，履謀謁教，輒以事牽。

蓋喪亂之餘，出處兩艱，亦其勢然也。重以學問荒蕪，自慚寡陋，而交游過愛，往往稱譽過于

是。有滑稽君子惡其無實，巧搆飛語，歷詆輩流，且使其言若皆自不肖出者。雖荷諸公照知，

不為所惑，然私心則謂，當此時義，倘得朋友由此見絕，使得遂其返關，卻掃茍全遠害之圖，

則滑稽者之賜大矣。以此益復深居簡出，雖以先生平昔見知之深，見愛之厚，亦不覺其間闊之

久也。」元．趙汸，〈與師山鄭子美先生〉，《東山存稿》（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台灣商務，1972），

冊 2，卷 3，頁 53-54。 
98 元．趙汸，〈賀鄭師山先生受詔命書〉，《東山存稿》（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 2，卷 3，頁 46-49。 
99 相關論證請參本章第一節。三人的關係亦可參照表一、表二。 
100 江右六君子指的是：東漢徐孺子、西晉陶淵明、北宋歐陽脩、北宋曾鞏、北宋劉原父、南宋

陸九淵。參趙汸，〈對問江右六君子策〉，《東山存稿》（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 1，卷 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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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鄭玉與「朱陸會同」 

正是這一場考試的受試者之一。101趙汸在文中具論陸九淵的學術淵源，除了說「陸

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年，則超然有得於孟氏立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為師」，

還進一步梳理陸九淵與孟子的學術關係，試圖說明陸學亦有「致知」、「集義」

之功： 

 

嘗聞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不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不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立乎其大

者，則小者不能奪也。此陸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不致知也，其

所以致知者，異乎人之致知；非不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異乎人之集義
102

 

趙汸在策問裡釐清朱、陸兩家的學術淵源，其目的在合兩家之同。他以朱、

陸二人同出於儒家來作為「合」的論點，再大量以朱熹晚年的書信作為「會同」

的結束。與鄭玉相較，不論是學術淵源的究竟或朱熹與他人往來的書信，趙汸切

入的方法皆是鄭玉以前的學者在「會同」朱陸時未曾思考到的方法。也因此，主

試的虞集對於趙汸有如下的評價：「於二家之所以成己而教人者，反覆究竟尤為

明白，盖素用力於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103更感嘆地說：「一時友朋若

子常之通達而起予者，鮮矣！」可見直到元末，朱學獨大的局面仍存在。雖然元

初與元末相較，「會同」的聲音多了，學者的態度也比較溫和，分辨朱陸學術之

異的考題還能在試場中出現。不過像虞集、鄭玉、趙汸等思考要彌平朱陸兩家「宿

怨」的學者，依舊是當時非常弱勢的一群。104

 

趙汸對於朱、陸兩家學術特色仔細的反覆分辨，蘊釀出元代末年朱、陸會同

                                                 
101 「時江西憲（該本作憲，不作縣）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陸二氏立教所以異同』」，

參詹烜（詹士南），〈東山先生趙汸行狀〉，《新安文獻志》，卷 2，冊 3，行實 儒碩五，頁 1758-1759。 
102 元．趙汸，〈對問江右六君子策〉，《東山存稿》（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 1，卷 2，頁 19。 
103 「子常（趙汸）生朱子之鄉，而又有得於陸氏之說，其答斯問也，於前數君子既已各極其所

蘊，而於二家之所以成己而教人者，反覆究竟尤為明白，盖素用力於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

也。一時友朋若子常之通達而起予者，鮮矣！輒書其後而歸之集，離群索居，安得與子常相見

乎？進士科得人，斯文之幸也。得於己而有餘，隨事答應之，無窮舒之斂之，惟義所在可也，

雍虞集書。」元．趙汸，〈對問江右六君子策〉，《東山存稿》（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 1，卷 2，

頁 21-22。 
104 鄭玉、虞集的部分已於第一、二節論述。趙汸的學術傾向亦可參酌明．程曈，「虞文靖公曰；

『子常生治平之時，承家世之遠，問學不墮於流俗，行履不雜於凡汙，其所因者過人遠矣！知

貨殖名位利碌之不可倖至，無所容心於其間。雖有超邁卓絕可以速化，而不出性命之正者，有

所不學也。此其志之所存，何可量哉？其自託於幽閒寂寞之鄉者，則異乎眾人之所求矣。』」見

於《新安學繫錄》，卷 15，遺事三條（本條節自休寧志），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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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發展的高峰。他運用朱子的書信作為朱、陸二人「早異晚同」的說明，也成

為明初程敏政處理朱陸異同問題的著作──《道一編》成書的前奏。105如果說，

鄭玉與趙汸的交遊對於明代學術產生影響，那理當是兩人在元末時候突出的會同

朱陸主張。 

 

我認為在元代末年，鄭玉對「會同朱陸」此一議題產生興趣及貢獻是先聲，

而趙汸是更強而有力的後繼。明代程敏政曾就鄭玉的〈送葛子熙序〉及〈與汪真

卿書〉作註腳說：「按此二條議論平正，可驗學術之醇，宜其能振高風于一時、

全大節于淑世也。」106這兩篇文章涉及朱陸會同的討論，這些討論如果真的「振

高風于一時」，同時期與之交遊的學者受其影響的可能性就更大。由於未有直接

證據說明鄭玉與趙汸兩人的師承、問學關係，因此不宜論斷趙汸在會同朱陸時確

實受到鄭玉「平正」議論的影響。但是，從趙汸給鄭玉數封信件得知，鄭玉的學

術視野以及身為一士君子的出處特質，確實為趙汸所吸收、景仰。 

 
本章依序提到胡長孺到吳澄、虞集、鄭玉、趙汸，他們以漸進的方式在朱學

為大的主流裡開創了不獨尊朱、朱陸會同此一學術細流。此異於朱學主流的小細

流，最早由鄉里講學開始發聲，到進入朝廷、成為地方考試的題目、成為地方儒

者互相提醒的學術態度，在明代心學大盛之前，其發展的樣貌究竟為何，亦值得

再仔細探究。 

                                                 
105 明代程敏政著的《道一編》是以朱熹與陸九淵兩人的書信作為文本，以此證明朱陸學術「早

異晚同」的著作。此編在論證時有援引吳澄等元代儒者的看法。另外於第六卷收錄虞集、鄭千

齡、鄭玉、趙汸等人對於朱陸異同看法的文章。 
106 明．程敏政，〈書鄭師山送葛之熙序及與汪真卿書〉，卷 38，頁 18。按：此本作「葛之熙」，

與鄭玉所書「葛子熙」有一字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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